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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导向性政策支持能否
促进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陈梦根1,赵怡然1,孙艺源2

(1.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北京　 100875;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　 400023)

摘　 要:政府政策是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制度力量。 本文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准

自然实验,探讨区位导向性政策支持对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首先,构建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31 个省份 2013—2022 年面板数据,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

及地区差异进行统计分析。 其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政策支持对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

应。 研究发现,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效果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机制分析表明,试

验区的设立主要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研究结果为全面评价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深入理解政策支持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也为制

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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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6)05 - 0108 - 10

Can place-based policy suppor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area”

CHEN Menggen1, ZHAO Yiran1, SUN Yiy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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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Chongqing 400023, China)

Abstract: Government policies serve as a key institutional force in guiding and advanc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lace-based policy suppor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Firs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this study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digital

economy. Seco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olicy suppor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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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ilot zone policy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with notabl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its effec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enhan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imarily by increasing fiscal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This study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ies and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olicy support, while offering policy

references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growth.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olicy support; fiscal inve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数字

经济蓬勃兴起,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

新型经济形态,跃升为世界经济竞争的战略高

地[1]。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经济

也正加速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

擎” [2]。 一方面,数字技术相关的数字化产业蓬勃

发展,既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为绿色转

型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面临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层压力,亟须依托数字化转型来培

育新的增长点[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经

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毫无

疑问,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契合新发展阶

段的总体要求,也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相关战略部署高度一致。 从实践上看,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快速扩张,但发展仍面临

不平衡、不充分和不规范等问题,亟须转变传统发

展方式,探索一条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

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注重质量和可持续

性。 数字经济以往侧重规模扩张,其高质量发展

则进一步凸显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开放融合等

特征,深化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识和

应用研究尤为重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演进,
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日益受到学界关注[4]。 王

磊等[5]从转型成本、合规门槛、创新能力、治理效

能和国际竞争力 5 个角度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张鸿等[6]将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内涵概括为效率、产业发展、创新、可持续

和公平五个方面。 学界在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面

已有较丰富的成果[7 - 9],然而对于“高质量发展”
理念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表征与评价框架,尚
未形成共识性方案,相关理论界定与指标体系构

建仍待进一步深化。

政府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引导

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与激励创新等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10]。 部分研究已探讨政策支持与数字

经济发展路径的关联[11]。 樊轶侠等[12]从消费、生
产、市场建设及产业发展生态等角度,系统阐释了

财政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Liang
等[13]认为政府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 在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上,学界

尚未达成一致。 多数研究认为,区位导向性政策

能够促进物质资本积累与资源配置优化,进而提

升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增长潜力[14 - 15]。 但也

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区位导向性政策未

必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若政策设计未能

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条件与发展潜力,便可能引致

资源错配,导致预期效果落空[16]。 在数字经济领

域,国内学者已围绕“智慧城市” “宽带中国” “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政策展开实证分析,考察

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17 - 20]。
政策支持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至

关重要。 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
企业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面临政策支持不足、硬
件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及高新技术引进渠道

有限等困境,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政府政

策的引导和支持。 2019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央网信办宣布启动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旨在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

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尽管围绕数字经济领域

区位导向性政策效果的讨论已渐趋丰富,但针对

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研究仍较

为有限,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尚

需进一步验证。
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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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对我国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整体态势与区域差异进行统计测度与分

析,并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为

政策冲击,为区位导向性政策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第一,基于数字经济内涵特征以及新发展理

念等相关理论,构建了涵盖数字要素基础、数字产业

融合、数字创新能力、数字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包容性

5 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理论

内涵和评价体系方面的不足;第二,将设立“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
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府政策支持对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制,并从地理区位和

区域类型两个层面分析政策效果的空间异质性,既
丰富了数字经济的理论体系,也为试验区政策的有

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撑;第三,在政策层面上,揭示了

政府政策支持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和实证支持,对提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弥合“数字鸿沟”及促进区域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复杂严峻的外部环

境,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既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也削弱了国际竞争优势。 为此,2019 年 10 月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

央网信办联合召开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

会,发布《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

案》,为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

省、重庆市、四川省 6 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授牌,旨在打造中国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的标杆,充分发挥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

用,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快速和高质量发展。
设立“试验区”是一种典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

具有较强的外生性,通过集中优势资源支持特定地

理区域,鼓励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

化,从而带动区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21]。 当前,试
验区已成为推动全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锋阵

地,通过营造良好政策生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资源优化配置、制度创新及数实融合等方面协

同发力,有效提升了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二)研究假设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为提

升试验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了坚实的

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 试验区重点围绕以下 4 个

“新”领域展开先行探索。 一是激活新要素,着力

夯实数字要素基础。 试验区通过优化政务数据共

享机制与企业数据交互规则,构建安全高效的数

据流通与应用制度框架,推动数据要素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有序流动与价值转化。 这一举措有助于

提升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强化数字经济运行的要

素支撑,进而促进跨界协同创新与关键技术的突

破。 二是培育新动能,纵深推进数字产业融合。
试验区积极探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共性

平台建设,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程,
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推动传统产

业形态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演进。 由此,数字技

术对传统部门的渗透效应与赋能效应得以放大,
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三是探索

新治理,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环境。
面对传统监管框架与数字经济快速迭代之间的结

构性张力,试验区推动政府数字化改革,建立多元

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架构,有助于提升数字治理

效能,为数字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建设新设施,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
针对区域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资源共享受限等

现实问题,试验区加大宽带网络、数据中心、云计

算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升数字服

务的可及性与普惠性,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

扩散创造基础条件。
通过上述 4 个“新”领域的深入探索与实践,

试验区在夯实数据要素基础、促进数字产业融合、
优化数字治理环境、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等方面形

成合力,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最终促进

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 据

此,本文提出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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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

立有助于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进一步,本文将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解析

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地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从投入的角度

看,试验区的设立旨在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

度,全面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一

方面,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增强地方财政科技投

入力度,增加对科技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尤其是

针对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投入。 政府

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项基金等工具,激励

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增加研发投入,进而驱动技

术创新。 另一方面,财政科技投入力度的提升对

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可以减轻本地科技企业

在研发阶段的资金压力,激发其创新积极性,使其

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取得更大进展[22]。 其次,
政策的实施能够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人

才,优化试验区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技术、人才、
资本的集聚效应,显著增强地区的创新活力[23]。
由此,地区的整体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将得到有效

提升,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从产出的角度看,试验区的设立将通过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 一方面,试验区政策通过推动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尤其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首先,
该政策鼓励创新应用与技术改造,通过数字化转

型提升金融、物流、医疗等传统服务业的效率与品

质。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据资源的共

享应用为第三产业创造了更多创新空间。 此外,
政策还催生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智能物流等新

业态,进一步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区域经济运

行效率[24]。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行业正

经历革命性的转型升级。 第三产业以其对知识和

技术的高密度需求为特征,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
创造了新就业机会,推动了创新创业,增强了经济

韧性,持续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 和假说 3。

假说 2:从投入的角度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具有财政投入效应,通过加大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来提升试验区的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
假说 3:从产出的角度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具有产业结构效应,通过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提升试验区的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
二、研究方案

(一)实证模型

本文将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如下双重差分模型来

研究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DEDIit = β0 + β1DIDit + βcX it + ηi + γt + εit

(1)
其中, DEDIit 为省份 i 在第 t 年的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值, DIDit 为政策实施省份虚拟

变量和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用于识

别试验区的设立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净

效应, X it 为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 ηi 和 γt 分别是

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个

体变化和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标准误聚类在省级个体层面。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新发展理念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导

向,为评价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引。
数字经济与宏观经济在演进轨迹上具有结构性相

似,同样经历了要素驱动的规模扩张,当前也面临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因此以新发展理念作为评

价标准具备学理合理性。 然而,对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内涵的把握不能止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直接借

用,若机械沿用传统经济发展的评价框架,将难以准

确反映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网络效应为

运行机理、以跨界融合为扩展路径的独特属性。
基于此,在新发展理念的宏观指引下,结合数

字经济自身的运行特征,构建涵盖数字要素基础、
数字产业融合、数字创新能力、数字可持续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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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包容性 5 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

熵权法计算综合指数,见表 1。 该体系遵循“基础

支撑→融合应用→创新驱动→绿色协调→成果共

享”的逻辑,既契合数字经济从要素积累到价值释

放的客观规律,也覆盖了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多

元目标。 其中,数字创新能力对应“创新”理念,数
字可持续发展对应“绿色”与“协调”理念,数字包

容性映射“开放”与“共享”理念,并依据数字经济

运行的基础条件和价值转化环节增设数字要素基

础与数字产业融合两个维度。
表 1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变量 代表指标

数字要
素基础

数字基
础设施

数字资
源配置

长途光缆密度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IPV4 地址数

数字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数字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数字产
业融合

数字产
业化

产业数
字化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人均软件业务收入

人均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

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数

ICT 产业上市公司数量

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

人均快递业务收入

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数量

数字创
新能力

创新
投入

创新
产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数字经济相关专利授权数

数字知识产权成交合同数

数字可
持续发展

绿色
环保

协调
发展

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

数字产业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城乡宽带接入新增用户数之比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占比

数字
包容性

数字
共享

开放
合作

移动电话普及率

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政企宽带接入用户数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

具体地,数字要素基础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先决条件,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配置

两个层面测度,前者是数据要素流通的物理基础,
后者影响数据资源价值的释放效率。 数字产业融

合反映数字技术向传统行业渗透扩散的放大效

应,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考察,前
者侧重核心产业的规模与水平,后者关注数字技

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成效。 数字创新能力是数字

经济转向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从创新投入与创

新产出两方面予以衡量,兼顾研发资源投入强度

和知识成果的转化成效。 数字可持续发展着眼于

数字经济的长远保障,从绿色环保与协调发展两

个子维度加以评估,绿色环保关注数字产业能耗

排放及技术赋能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关注区域间

与企业间数字化差距的收敛态势。 数字包容性是

开放与共享理念的具体体现,从数字共享和开放

合作两个方面考察,数字共享侧重技术成果的普

惠程度,开放合作侧重数字化生态的构建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设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作为外生冲击,以政策实施省份虚拟变量和政策

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DIDit = treatmenti ×
postt)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识别试验区设立对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净效应。 其中, treatmenti
是表示省份 i 是否为试验区的分组变量,将河北、
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和四川 6 个省份作为处理

组,赋值为 1,其余省份作为控制组,赋值为 0。 postt
是表示年份 t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的处理变量,2020
年及以后年份地区赋值 1,否则赋值 0。

3.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

步控制以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较强的地

区通常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也具备更强的能力,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采用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人
力资本水平,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直接影响技术创新

与知识溢出,以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比重测

度;技术市场水平,反映技术交易活跃度与创新成果

转化能力,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重表示;城
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化率往往伴随更完善的基础

设施与数字需求,以城镇人口占比度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 2013—2022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为研

究样本(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高

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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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农业农村部、海
关总署、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

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和相关研究报告,主要变量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综合指数

310 0. 101 0. 106 0. 005 0. 606

经济发展水平 310 9. 859 0. 991 6. 719 11. 770
人力资本水平 310 0. 021 0. 006 0. 009 0. 044
技术市场水平 310 6. 333 11. 230 0. 003 79. 470
城镇化水平 310 0. 604 0. 124 0. 240 0. 896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310 1. 534 1. 875 0. 042 11. 690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310 0. 509 0. 086 0. 347 0. 839

三、实证研究

(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事实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测算了 2013—2022 年我

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结果显

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逐年稳步

提升,但受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及政策环境等因素

影响,省际间差距依然显著。 为深入考察区域差

异,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法,以平方欧氏距离为测度

标准,运用 Ward 法对 31 个省份的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综合指数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并将其划分

为高、中、低三个梯队,如表 3 所示。 整体来看,尽
管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但区域不均衡与空间集聚

特征所引致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 在此背

景下,中央设立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旨在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倾斜,打造全国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杆,发挥辐射带动与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表 3　 各省份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层次划分

层次划分 包含省区 数量

高发展水平 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 5

中发展水平
山东、湖北、四川、天津、河南、安徽、
福建、河北、辽宁、湖南、重庆、陕西

12

低发展水平
山西、吉林、新疆、内蒙古、海南、云
南、江西、广西、贵州、甘肃、黑龙江、
宁夏、青海、西藏

14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试验区的设立与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说 1 得以验

证。 从供给端看,试验区通过加大科研投入与创

新资源供给,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一方面,
政府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促进前沿技术

的突破和应用;另一方面,政策引导创新型人才培

养与引进,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保障数

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需求端看,试验区通

过优化营商环境与提供资金支持来激励企业加大

数字化转型投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同时,该政

策还将引导消费者升级数字消费、培育新型消费

模式,从而推动数字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
表 4　 试验区的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0. 150∗∗

(0. 069)
0. 059∗∗

(0. 027)
0. 054∗

(0. 030)
0. 042∗∗∗

(0. 015)

经济发展水平 — 0. 039∗∗∗

(0. 011)
— 0. 087∗∗

(0. 032)

人力资本水平 — -7. 045∗∗∗

(1. 692)
— -0. 494

(1. 972)

技术市场水平 — 0. 004∗∗∗

(0. 001)
— 0. 004∗∗∗

(0. 001)

城镇化水平 — 0. 374∗∗∗

(0. 070)
— -0. 333

(0. 313)

常数项
0. 093∗∗∗

(0. 016)
- 0. 392∗∗∗

(0. 121)
0. 098∗∗∗

(0. 002)
- 0. 570∗∗

(0. 235)
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310 310 310 310
R2 0. 108 0. 815 0. 940 0. 971

注:∗∗∗、∗∗、∗分别表示在 p < 0. 01、 p < 0. 05、 p < 0. 10 时有统计
学意义。 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①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于 2019 年 10 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发布,考虑到政策落实存在一定滞后性,取 2020

年为基期。

(三)稳健性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 Beck 等[25]的研究,将政策开始实施

年份①作为基期,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 如图 1 所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估计值均不

显著,说明试验区省份与非试验区省份在政策干

预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

设。 同时,政策实施后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逐年递

增,表明试验区赋予的先发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和

项目集聚,推动了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的升级和

创新生态的完善。 通过日益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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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累积循环效应,产生了吸引更多企业和创新资

源进入的“滚雪球效应”,从而推动了地区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

图 1　 试验区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试验区省份来排除非观测遗漏

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干扰[26]。 具体地,在样本省份

中随机抽取 6 个省份作为虚假的试验区,其余省份

为虚假的非试验区,重复回归 500 次,所得回归系

数和 P 值如图 2 所示。 回归系数集中分布于 0 值

两侧且服从正态分布,而基准回归结果在整个分

布外,且绝大部分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试验区

的设立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显著影响并

非由不可观测的因素引起,验证了基准回归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

图 2　 试验区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安慰剂检验结果

3. PSM-DID 模型分析

为缓解试验区在设立时因自选择偏差所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

型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s-in-
differences,PSM-DID) 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 本文选择要素市场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作为

匹配协变量②,分别运用半径匹配、核匹配和近邻

匹配三种方法为处理组匹配合适的控制组。 表 5
结果表明,三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

性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进一步

证明了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②　要素市场水平采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水平用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反映。

表 5　 试验区的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PSM-DID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0. 038∗∗∗

(0. 012)
0. 040∗∗∗

(0. 012)
0. 040∗∗∗

(0. 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6 185 142
R2 0. 970 0. 971 0. 972

4. 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变量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发的

潜在内生性问题,将所有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

理。 结果如表 6 列(1)所示,当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之后,DID 项的系数估计值仍显著,该结论与基准

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同时,考虑到政策实施时间

为 2019 年 10 月,实施前样本区间可能过长,将样

本期更改为 2018—2022 年以聚焦政策前后两年。
如表 6 列(2)所示,更改样本时间之后,试验区的

设立依然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和更改样本期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更改样本期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0. 034∗∗

(0. 014)
0. 027∗∗

(0. 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79 155
R2 0. 978 0.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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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初始条件差异可能导致政策效果分化。 基础

设施、经济集聚、制度建设和经济状况等初始条件

较弱的地区长期受路径依赖制约,政策效应往往

偏低[27]。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区域政策通过重

塑初始条件打破其长期滞后的僵局[28]。 那么,在
实施“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之后,
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是与原经济形态呈

现相同的发展态势还是借助政策支持实现了“弯
道超车”呢? 我国数字经济呈现“东强中西弱”的
区域异质性特征。 东部地区依托区位与资源禀赋

优势,汇聚了大量高新企业与创新人才,使得该地

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优于中西部。 然而,
凭借近年来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倾

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取得明显进展。
因此,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地域分类标准,将处理组

样本划分为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两组③,其余省

份作为控制组,根据地理区位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东部区域政

策效果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
表明东部地区省份的政策效果对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与原经济形态呈现相

同的发展态势。 由此可见,政策有效性存在明显

的区域差异,试验区的设立虽能帮助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滞后的区域缩小差距,但短期内难

以根本扭转既有的区域发展格局。
2. 区域类型异质性

不同等级的区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尽相

同,政策支持强度及其作用效果也会随之变化。
高级别区域通常肩负着更重要的国家战略任务,
因此获得的政策支持更为显著,带来的经济效应

也更为明显;而低级别区域虽然同样获得政策扶

持,但其影响效应可能较为局限。 借鉴李桥兴

等[29]的方法,所有试验区可划分为跨区域和非跨

区域两组。 河北属于京津冀城市群,浙江属于长

三角城市群,广东属于珠三角地带,这三个省份被

归为跨区域类试验区;重庆、四川、福建则被归类

为非跨区域类试验区。 本文据此探讨两类试验区

的政策效应差异,即对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而言,是跨区域类试验区所产生的政策协同

效应更为有效,还是非跨区域类试验区所实施的

针对性政策更具成效。
结果如表 7 列(3)和列(4)所示,跨区域类试

验区政策效果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明显更高,表明

跨区域类试验区具有更强的政策协同作用,政策

支持对跨区域类试验区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产生更大影响。 究其原因,跨区域类试验区的

服务和影响范围更广,汲取资源的能力更优,凭借

区位优势和经济重要性对周边省份产生更强的辐

射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 此外,跨区域类试验区

中各省份经济结构互补、城市群创新能力突出,加
速了新技术的传播与应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推

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中的优势。
表 7　 试验区的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跨区域 非跨区域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0. 036∗

(0. 017)
0. 013∗∗∗

(0. 004)
0. 070∗∗∗

(0. 025)
0. 014∗∗∗

(0. 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0 180 280 280
R2 0. 969 0. 980 0. 973 0. 974

四、进一步的探讨:作用机制分析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促进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财政投入效应

试验区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增强科

技研发能力和创新活力,支持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提升区域数字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作

为财政投入效应的代理变量,用财政科技支出来

量化,并将其与试验区政策变量交互。 表 8 列(1)
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及其与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财政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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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 10 个东部省份和辽宁、吉林、黑龙江 3 个东北省份;中西部区域包括山西、安徽、江西等 6 个中部省

份和内蒙古、广西、重庆等 12 个西部省份。



力度越高的地区,试验区的设立对其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越强,进而证实了假说

2。 财政科技投入在政府引导数字经济创新中具

有关键作用。 政府通过科研资助与税收激励,降
低企业研发成本,引导资本向数字科技产业集聚,
吸引高端企业与专业人才,加速知识溢出与技术

进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结构效应

试验区着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

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应用,提升产业的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鉴于数字经济的主要产业多

集中于第三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领域,采用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第三

产业发展水平,将其作为产业结构效应的代理变

量,并与试验区政策变量进行交互。 表 8 列(2)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及其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第三产业发

展水平的提升,试验区的设立能更好地发挥对地

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假说 3 得证。
第三产业涵盖金融、互联网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

等高信息化行业,是数字技术深度应用的核心领

域,其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为数字技术提供广阔市

场与多元场景,从而有效放大政策效应。
表 8　 试验区的设立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1)财政
投入效应

(2)产业
结构效应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0. 012∗∗

(0. 006)
0. 030∗∗∗

(0. 011)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0. 012∗∗∗

(0. 001)
—

是否为处理组 × 是否开始实施政策 ×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 0. 864∗∗∗

(0. 276)

财政科技投入力度
0. 022∗∗∗

(0. 003)
—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 0. 129
(0. 088)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10 310
R2 0. 988 0. 973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的设立对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首先,从数字要素基础、数字产业融合、数字创新

能力、数字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包容性五大维度搭

建综合评价体系,以此考察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区域差异。 其次,将试验区设

立视为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效果、
作用机制及空间异质性。 研究表明,试验区的设

立可以显著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且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异质性和区域类

型异质性。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的设

立能够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来提升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分类施策与区域协同发展,夯实数

据要素基础,纵深推进数字产业融合。 东部地区

和跨区域试验区应重点建设智算中心、国际互联

网数据专用通道等新型基础设施,率先探索跨区

域数据流通与算力调度机制,聚焦工业软件、人工

智能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中西部及发展滞后地区

应优先补齐宽带网络、移动基站等设施短板,立足

能源与气候优势承接东部数据存储与离线分析业

务,培育本地特色数字产业链。 同时,推动建立跨

区域产业协同机制,鼓励龙头数字企业跨省推广

其产业互联网平台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将数字

化转型补贴从支持单一企业转向支持产业链协同

平台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在更大范围落地应用。
第二,提升数字创新能力,统筹推进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与数字普惠共享。 创新能力方面,加大基础

研究投入,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实验室与新

型研发机构,完善数字人才引育机制,推动校企共建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加快培育复合型数字人才。 绿

色发展方面,对大型数据中心等高能耗设施推行用

能预算管理,推广液冷、绿电直连等节能降碳措施,
建设低碳数字产业集群,并对利用数字技术节能降

耗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普惠共享方面,着力弥合

数字鸿沟,面向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等开

展针对性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完善公共

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分级分类开放标准,推动公

共数据向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主体平等开放。
第三,健全数字经济支持政策体系,持续加大政

策引领和扶持力度。 政策支持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确保长期稳定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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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二是通过税收优惠和

财政补贴降低创新主体成本,综合运用产业基金、专
项债等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数字经济重点领域。
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

的法治环境。 四是总结“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等试点经验,将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数字营商

环境优化等成熟做法向全国推广,强化政策对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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